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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到现代：财政精神的求索

任晓兰

足于国富民强、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

的“轻税”主张，则可以看做是传统

财政思想的精华。

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思想家

意识到，减轻税负是处理好国家与民

众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手段，一向主

张无为而治的老子认为：“民之饥，

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

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很清

楚地告诉统治者，给予百姓更多的生

存空间，减轻税赋征敛，是最好的统

治之术。孔子也十分清楚地表达了统

治者与百姓之间互生互存的关系，所

谓“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与足？”百姓生活富足了，君主

又怎么可能不富足呢？而如果涸泽而

渔，国家注定难以为继。

事实上，作为民本思想的组成部

分，轻税主张在此后的时间里一直被

不断传承，尤其是在王朝刚刚建立，

百废待兴之时，宽省赋税始终是最有

效的稳定民心、重拾生产的办法。出

生贫苦的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深知

民间疾苦，对贫苦农民颇有同情，也

深知百姓反抗重税剥削的民间力量。

于是他在洪武元年，即告诫中书省

臣：“夫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

赋。”并阐述说：“治天下者，不尽人

之财，使之有余财；不尽人之力，使

之有余力。”可见，古代帝王也懂得

百姓为租税所困，而官府如果不知体

恤，致使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

统治者轻则失去税源，重则还会遭遇

反抗。

在历史发展的王朝周期中，每个

王朝发展的末期都会出现国家的财政

制度不能为其提供稳固的财力资源支

持，而国家发展所积累的皇室和官僚

队伍的负担，又对王朝的财政需求不

断膨胀，终究导致王朝因收不抵支而

陷入财政困境， 或因横征暴敛激起

民变而灭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回望王朝初期的轻税主张，就更显得

弥足珍贵。

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

民本思想

如果说“轻税”思想是古代的财

政精神在财政收入方面的主要表现的

话，那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思

想，则是对古代财政支出精神的集中

表达。古代国家的财政支出，除了皇

室支出、官俸支出和军费支出这三个

主要方面之外，还有很多财政支出要

用于国家建设的公共职能方面，诸如

农田水利建设、治理大江大河、建设

公共工程等经济事业支出以及救灾赈

济等社会福利支出等等。

先秦时期的墨子，最早提出了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思想。和先

财政是国家的生命线，在以农业

文明为主的古代中国，轻徭薄赋、与

民休息成为传统税收文化的最高境

界，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民本

思想则成为传统财政最可贵的精神财

富。公共参与国家的财政预算，以此

提升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增加国家能

力，是我国的财政精神从传统走向现

代的关键所在。

一、传统财政文化中的

轻税思想

古代中国，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大事，“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思

想在我国古代长期占居主导地位，唐

太宗李世民甚至还颁发过“国以民为

本，人以食为天”的劝农诏。在传统

自然经济条件下， 古代的财政收入

主要来自于田赋、工商税收和官产专

卖收入，而在这三者之中，工商税收

和官产专卖收入的数量很难有持续

的增长，田赋成为绝大部分历史时期

的支柱性财政来源，所谓“民之大命，

谷米也。国之所宝，租税也。”可以说，

古代中国是以农业田赋收入作为主要

财政收入来源的国家，对于农耕文明

的依赖，一方面使得古代君王可以更

加轻易地凭借权力获得田赋收入；另

一方面，也由此催生了很多田赋征收

过程中的财政腐败，而古代思想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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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时期的很多思想家一样，墨子同样

反对横征暴敛，但与此同时，他更进

一步地认识到，如果统治者征税的目

的是为了百姓，则不应该受到责备。

他举例说：“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

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

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

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

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

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

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

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

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在墨

子看来，古代圣王也曾向万民征收重

税，但是这些资金是用来制造车船，

如此便可以造福百姓，君子可以有代

步的交通工具，平民百姓也可以省去

抬轿、驾舟的徭役，因而百姓心甘情

愿地将自己的财产上交，因为相信统

治者可以“以其反中民之利也”。在墨

子看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仅可

以造福一方百姓，而且还可以提升统

治的合法性。

南宋的事功学派思想家叶适，

同样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 ：

“有民而后有君，有君而后有国，有

君有国而后有君与国之用。”按照他

的理解，财政必须先考虑民，然后考

虑君与国，而对国家财政使用的不

同方式，会带给这个国家不同的命

运，如叶适这样说道：“隋最富而亡，

唐最贫而兴。”“故财之多少有无，非

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

舍，定计数，必治功之间耳。”只有

如此，才能避免“多财本以富国，财

既多而国愈贫 ；加赋本以就事，赋

既加而事愈散。”因而，财政支出是

否得当，国家的财政政策是否合理，

显得尤为重要。

在某种意义上，“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的民本思想已经成为了传统中

国对财政精神的最高理解，但这一集

中体现民间福祉的思想，其无法突破

的局限就在于民众的利益只能由统治

者来谋划。无论是作为群体意义上的

百姓还是作为个体意义上的平民，都

无法在国家的财政活动中主动表达其

利益诉求，这也成为了传统财政精神

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

三、公共性与现代财政精神

“当公共财富受某种公共控制

（尽管有限）时， 对政府的经济强制

力会阻碍无限权力的统治者……穷

政府平静地归入人民手中， 大众最

终在穷政府中获得权力。……在专

制政府中最有权的是政府自己， 因

为财产是自己的 ；在民主政府时代， 

政府和财产是分离的。当民主政府成

长时， 大规模私人企业在脱去枷锁

的经济中获得巨大的权力， 企业家

也嫉妒性地尝试阻止政府与他们在

经济领域中竞争。”可以说，葛德雪这

位奥地利财政学家的见解正是财政

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所在，也即能

否有效约束政府的财政权力，是一个

国家能否从专制走向民主的重要标

志，公共财政正是这一现代性的集中

体现。

事实上，我国近代的财政学者已

经认识到了对于国家财政预算的外部

监督的问题，如民国学者曾浩春就很

深刻地论证了行政机关对于预算的创

制权与立法机关对于财政的决定权

之间的关系，所谓“预算上创制权及

决定权分立，以成民治国家之通例”，

“‘创制权’宜操诸执行机关之政府；

‘决定权’应付予全国人民代表之议

会是也”，“二者各相牵制，实相完成，

故能臻于精密。二者缺一，则陷于畸

形。此主持一国财政者所应注意也。”

可以说，通过财政预算的控制来约束

政府权力，以议会对于预算的决定权

来制约行政机关对于预算的创制权，

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是近代思想家

对于政治生活的设计所做出的重要理

论贡献，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我国

近代诸多政治理念的转型。

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展开，不

仅和公权力自身的明确定位和积极

引导直接关联，也与相应的制度化参

与渠道的建设有关。现代国家财政预

算的公共性推进很大程度上保障了

公民对于政治生活的参与，能够最大

限度地获得公众对税收的心理支持，

不仅有助于保证国家有效运转的财

政来源，而且可以提升其统治的合法

性。人类有序的公共生活的建立，需

要明确每一个个体在社会共同体中

所处的位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

权利义务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制定

政策的一方很难单方面的协调复杂

的社会利益冲突，公共财政的存在，

既尊重了公民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并

直接影响自身政治生活质量的民主

权利，又能够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强

化公民政治参与的动力，公共财政进

而成为维持公民与公权力之间持久

信任的有力保障。

总之，我国传统的财政文化为我

们国家的财政走向现代提供了诸多宝

贵的思想资源，轻徭薄赋的思想传统

在保持民间经济活力的问题上始终具

有积极的意义，而“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的民本精神也应该是一个国家

财政支出的重要共识。只有一个国家

的公民真正能够在财政预算问题上实

现政治参与，一个国家的预算能够最

大限度地体现民意，通过公共财政实

现一国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正是现

代财政精神的要义所在。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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